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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傳播研究中的論述取徑：一個領域的探索 

李長潔1 

 

《摘  要》 

 

組織如語言，該句話說明了：以語言為核心的理論在管理研究與組織研究的

領域中漸受重視。隨著語言學的轉向，理論的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開始轉變，

這樣的理論透過「語言」建立起組織傳播研究的核心，從論述與書寫的概念引出

「人群（組織）與人之辯證」的思考問題，此乃大問哉。而近年來逐漸高漲的組

織論述(organizational discourse)研究興趣，則在積極的企圖與各種學科的編

整下反映了這個疑難，即多元的組織傳播相關研究圍繞著論述，發展出「多音」

(plurivocality)的諸多組織論述(organizational Discourse)概念。 

 

本文認為，儘管論述的知識體系之呈現相當多元，但其對於了解人群與人的

辯證關係反而有了更為彈性豐富的視野，面對不同的情境與議題可以對應出較理

想的現象詮釋。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在諸組織論述理論中找到共同之處，而那些

共同之處便是反映了論述概念作為思維核心的價值所在。這個思想與理論的價值

便在於回應了 Smith 在百年前針對人類組織所提出來的難題 (das 'Adam 

Smith-Problem)，這具有當代組織與個人之間協調問題的解釋價值。 

 

本文有鑑於此，嘗試去釐清組織傳播研究中論述取徑在當代的面貌，並企圖

去整理出一個當代組織論述的知識地圖，並以之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 

 

關鍵字：組織論述、組織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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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兩百年前，Adam Smith(1795)在《道德感情論》中談到一種為社會成員進行佈

局的想像，他認為若是將制度看待為一場棋局，能夠任意地在棋盤上擺佈不同的

棋子，輕而易舉地將社會中的不同成員做出安排，那麼秩序的原則就被理解的太

過於簡單且理所當然。Smith 認為，棋盤上的棋子，除了強加給它們的移動原則以

外，沒有任何其他原則；但是，在人類社會這個巨大的棋盤上，每一個人都有著

自己的運動原則，而且這些原則還與立法機構強加給他的運動原則完全不同。

Smith 順著這個關於人類社會秩序的關心題旨進而得出關於此秩序的心得，也就是

關於個人的運動原則與機構強加的運動原則，如果相趨一致，那麼人類社會中，

人與人之間的競技或生活就會順利且和諧地進化下去；如果這兩種原則相反或是

對立，那麼人類社會中，人與人的生活就會以悲慘的方法持續下去，這樣的社會

最終處於失序的狀態中。 

儘管在 Smith 的 18 世紀上「公司」(company)、「工廠」(industry)、「政府」

(government)等等較具規模的組織方興未艾，他已然觸碰到現代性社會的一種新興

的倫理特徵，也就是人群匯集成組織(organization)。人類組織的運作，隨著新教倫

理、市場倫理、憲政倫理(Weber, 1958；Smith, 1791；Locke, 1952)等具有現代性特

徵的文化轉型，成為人類社會生活中重要的「倫理」(ethic)，一種對「管理」的需

要。而此對管裡的需要，通過了古典意義上的人事與經營、科學管理的效能假設、

建立在社會人上的理論努力，逐步將這種倫理的生產與管理的設計放置在對溝通

與傳播的旨趣之上。在 W. Charles Redding(2002)在〈篳路藍縷︰組織傳播研究領域

的興起〉中相當清楚地疏理了從商業研究與管理科學中醞釀的組織傳播起源，其

認為在整個管理思想的發展中，對語言的反思在本體論、認識論刺激著思潮轉向。 

的確，思想家、研究者與經營管理者為了要調和當初 Smith 所提出的秩序問

題，像是 Fayol、Taylor、Weber、Mayo、Roethlisberger、Dickson、Follett、Argy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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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regor、Likert、Simon 與 Barnard 等組織研究史中的重要學者與實踐者，都曾將

溝通傳播納入對人群關係的深刻思辯當中(Tompkins, 1987: 71)。在語言轉向的當

代，溝通的重要性無疑的成為組織理論與管理實踐的核心，組織傳播學本身藉由

對訊息、語言、語藝等等的聚焦，在巨觀與微觀之間拉繫起一張嚴密織網，提供

了詮釋現代社會之道。 

貳、問題意識：探索組織傳播研究中的論述取徑 

90 年代初，Anthony Giddens 反思了社會科學的知識發展後所定調的，社會科

學應該是取徑於詮釋傳統的人文科學(1993)。而寬闊的組織理論同樣也汲取詮釋學

傳統中豐富的本體論與認識論(Burrell & Morgan, 1979)。為了構連起現代組織活動

與組織理論，當代組織理論家們借用詮釋觀點並側重於「意義豐沛的理解」，進

而將對組織的理解建立在對符號、意義的使用系統之上，其方法是經由對語言的

掌握與對生活的認識而的得來；也就是說組織研究將「意義形成」這一概念，作

為了解組織途徑中一個較新的典範。如同 Max Weber 的「瞭悟」(verstehen)，建立

深入日常生活的「一度建構次序」(first order)( Malinowski, 1922)，其與建立在因果

關係、大數法則、根植於方法論的實證主義傳統大相逕庭(Ricoeur, 1997)。社會科

學學者不斷地對社會科學傳統進行經典重讀與後設分析，且思考了語言的多重面

向，進而強調社會中論述與行動的互動乃是複雜且多元決定論的；而這也關連到

對於「文化」的「理解」(understanding)，透過把社會定義為文化，透過語言使用

的觀點，以此對社會常民參與共用的社會現實意義的創造方式進行詮釋與經驗。

此語言學的轉向，反映在組織研究中，乃是趨於「近論述」(discourse-near)取徑的

增加(Alvesson & Kärreman, 2000)。 

組織如語言(Westwood & Linstead, 2001)，一句話說明了以語言作為取徑的理

論，在管理研究與組織研究的領域中漸受重視。隨著語言學轉向，將理論的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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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認識論、方法論轉變成以「語言」的概念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傳播研究，其從

論述與書寫的概念引出「人群（組織）與人之辯證」的思考問題，此乃大問哉。

而近年來逐漸高漲的組織論述(organizational discourse)研究興趣則在積極的企圖與

各種學科的編整下反映了這個疑難，多元的組織傳播相關研究圍繞著論述，發展

出「多音」(plurivocality)(Grant, Hardy, Oswick, Putnam, 2004：4)的諸多組織論述概

念。學者們以論述作為核心，進行取徑、理論、方法各異的研究，寬廣地說，關

於論述的分析可以散見於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哲學、傳播研

究、文學研究等等學門(Grant, Hardy, Oswick, Putnam, 2004：1)，在巨大尺度的社會

科學下，實證主義者、建構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的手伸入論述

分析的「工具箱」中尋找解釋現象的觀點。 

面對這個多音並存的取徑，有學者認為眾多「母學科」(mother disciplines)的

源頭整合下，諸論述分析不可能產生整體性(Van Dijk, 1997：3)。論述分析，或稱

言說分析，或說話分析，依諸譯註者理解，或是原先理論脈絡，在使用上、在理

論上都產生了不同的解釋（蘇峰山，2006），更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個論述分析使

用上的困境（倪炎元，2006）。但本文認為，儘管論述作為一知識體系的狀態是

紛呈並置的，但其對於了解人群與人的辯證關係反而有了更為彈性豐富的視野，

面對不同的情境與議題可以對應出較理想的現象詮釋，除此之外，我們亦可以在

諸組織論述理論中找到共同的相似特徵，而那些共同之處則反映了論述概念作為

思維核心的價值所在。這個思想與理論的價值便在於企圖用語言的概念去回應

Smith 在百年前針對人類組織所提出來的難題(das 'Adam Smith-Problem)。 

本文有鑑於此，嘗試去釐清組織傳播研究中論述取徑的脈絡，企圖去描繪出

一個關於組織論述(organizational discourse)的知識地圖，並以之作為一個專門的學

術領域。於是，本文欲處理的論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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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言學轉向與論述分析：重返「語言學轉向」之知識語境，一方面將語言學

轉向後的社會與人文科學重新透過 Jürgen Habermas、Laura Alba-Luez 等人的

討論做一個編彙，另一方面，順著此語言哲學的編彙，將組織傳播研究中組

織論述相關的類型，整理為透過語言來研究組織的典範基礎。 

二、 組織論述分析：通過認識論、方法論、存在論三論分析組織傳播怎麼將論述

的概念「多音並存」又可找出其值得共享的概念。其整理出來的三個論題分

別是：論述作為隱喻、論述作為方法、論述作為存在。 

三、 組織論述的想像：並在文末針對組織論述所引申出來的「第一人稱發言」進

行部份的探討，沿著 Michel Foucault 的《主體詮釋學》、Charles Taylor 的《自

我的根源》、Peter Senge 的《顯現：探索人、組織、社會之深層變革》、Robert 

Chia、David Boje、Robert Westwood 與 Stephen Andrew Linstead 等人的組織論

述理論，來說明組織論述理論的知識體系中從第三人稱滑移到第一人稱的要

求與轉變。其可能是公共與私己、能動與結構、認同與差異之間驅動調合的

組織之法。 

四、 停止差異，開始差異：結論的部分在於指出組織傳播研究中的論述取徑乃是

一個開放的學科領域，其準則在於一種論述哲學中所引伸出來的素養，此素

養強調的是在組織中做為一個人的「聽、說、讀、寫」的能力，其穿過意義

的理解與詮釋，達到組織生活中的差異與同一的協調。而組織論述理論家們

抱持著開放的態度，認為論述本身即是組織，而組織是論述的效果，在此觀

點下，組織論述理論便是一個理性言說的實現，似乎疆界在何處已然不是一

個最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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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語言學轉向與論述分析 

傳統社會科學讓人置身於總體性的信念中，像是 Emile Durkheim 的社會—心

理框架的總體性犧牲了局部性，以方便於讓人的部分本性流暢地融入他的巨型方

法論中(Durkheim, 1938)，這樣的總體性也同樣深植 Talcott Parsons、Georg Simmel、

Karl Marx（馮鋼，2008）等巨型理論建構者的理論框架中。隨後在人類學研究的

進展下，人在「經濟人」與「社會人」之後再度被制定為「文化人」，這個轉向

一方面是為了實現總體性的面貌，但卻也意識到最終的研究必須留意部分，這個

部分為我們指向了更大的人類問題。Bronislaw Malinowski(1922)在他的民族誌研究

中大量的使用訪談法去接近部分的細節，以釐清原住民的心靈；Claude Lévi-Strauss

（Lévi-Strauss, 2007）將 F. de Saussure 的結構語言學與自己的文化人類學結合，運

用符號學方法分析神話，其揭示的文化的形式結構與人類的心智結構。社會科學

在人類學的啟示下，開始使用分析語言的方法去理解自己的社會。當然，這並非

說在知識長遠的發展下，從來沒有人從語言切入來解釋人類行為，但至少我們可

以看到文化、語言與科學的結合。 此外，如 Roland Barthes(1964, 1972)、Paul 

Riceour(1997)、Gorge Gadarmer(1998)、等等眾多學者隨著知識傳統的不同而展開視

域並深入語言領域的迷霧。累積了集結後的語言思索，傳統上語言再現真實的觀

點開始受到質疑，語言可能如文學傳統或是人類學傳統般做為世界或觀念的模仿

(mimic)或顯現(present)，但卻也可能是對世界或觀念的扭曲，語言有可能並未或從

未反映它所面對的真實。 

Habermas(1988)對語言轉向後的論述理論思維所做出的深刻爬梳來反映，

Habermas藉根據語言者(Sprecher)、世界(Welt)、聽眾(Hörer)之間的關係提出意向主

義、形式語義學、意義應用理論、語言行動理論、實用主義語用學五種典範，其

主要乃是標誌出語言使用逐漸朝向更為動態互動，更為建構，並且更關心生活世

界的趨態。而Mats Alvesson與Dan Kärreman(2000)在〈組織研究對語言轉向的採取〉

中，爬梳了經驗研究中的語言問題，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一樣，他們立足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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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無法鏡照真實」(language cannot mirror social reality)，進而展開組織研究中語言

觀點的光譜，其區分了語言學轉向觀點下的五種取徑發展，基本上也呼應了

Habermas的後形上學觀點，語言的後設觀點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疑旨。 

在語言學轉向下，論述(discourse)被認為是個相當重要的概念，而由此概念發

展出來的論述分析也被認為是詮釋主義下的重要認識論與方法論，它的概念與方

法是緊緊相繫在一起的。在詮釋主義的理論傳統中，論述是指一套在一定的歷史

時空規限下互相聯繫的思想，它相嵌在文本、言詞與各種人類實踐中。而關於論

述的社會與人文科學被繪製成幾種不同的取向，呈現出論述分析的多元性質。在

《論述分析的諸觀點：理論與實踐》中，Alba-Luez(2009)將近來的論述分析發展歸

納為八種類型學意義上的劃分：互動的社會與言學(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對

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溝通的民族誌(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敘事分

析(narrative analysis)、功能句型觀點︰主題與訊息結構(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thematic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s)、後結構主義與社會理論(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and social theory)、批判論述分析與肯定論述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與綜合論述分析(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每一種類

型都有其典範的原型，並且源自同時也分享著語言學轉向觀點的遺產。這個對論

述分析的劃分，同樣也反映在組織論述理論的取徑上(Heracleous, 2004)。 

Ian Palmer 以及 Cynthia Hardy 在《思考管理》中對論述分析影響下的組織研

究下了小標「但它是真實的嗎？」(Palmer & Hardy, 1999: 264)，在論述分析的發展

下，組織被視為一個無中心的網絡，沒有絕對真實，充滿衝突的詮釋，並非有穩

定的結構與制度的現代性環境；而是由過去經驗累積、因應突發事件、人員流動

的散漫式網路，其中既存的概念、語彙與技術、都將與過去的事件和未來的事件、

內在的事件與外在的事件結合起來，並以特殊的形式展現為一種行動的過程

(Palmer & Hardy, 1999)。組織研究在一個發展趨勢的意義上，對後結構主義、後現

代主義、論述分析等等的重視，都反映出上述的在形上學、哲學或社會科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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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論、認識論的轉變（秦琍琍，2004）。 

總的來說，語言轉向將傳統思辯哲學中的絕對精神本體轉向事實與經驗現象

的本體，簡單來說，就是將人從如牢籠般的抽象理性思維中拯救出來，邁向強調

日常生活、文化參照、與論述性的反思來實踐自我的存在事實。其中最重要的觀

念就是論述對話，像是 Habermas 用溝通理性代替 Kant 的絕對理性(Habermas, 

1989)，就是企圖以語言去將人類個體與社會的整體關係連繫起來去解決社會學想

像上的矛盾。 

從上述的整理看來，論述分析的概念在社會科學的理論核心中造成了重要的

思想轉型，當然也在組織研究中引起一種對話語論述的注意。接下來，本文將爬

梳組織傳播研究中的論述取徑做一個理論探討，提出一個 Putnam 與 Fairhurst 在 

2000 年的《組織傳播新手冊》裡所奠定的重要提問：何為組織傳播研究中的論述

取徑？要如何認識此取徑？(Putnam and Fairhurst, 2000)  

肆、組織論述分析：從哲學三論進行考量 

通過上面的討論，可以知道，自語言學轉向以來，論述分析傳統的理論在各

個學科之中產生極大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由解釋說明(explanation)轉到

意義豐沛的理解(meaningful understanding)(Ricoeur, 1991)。看待人類社會就像是閱讀

文本與對話，人類的社會互動與社會設定(social setting)成為相當複雜且非決定論

的行動者實踐(Denzin, 1983)。詮釋性的閱讀文本與對話的論述分析不單單是在一

個單一文本中理解主觀意義，而是要顧慮到由論述體(discourse of bodies)組合而成

複合文本(Heracleous, 2004)。  

Robert Chia(2000)在〈論述分析作為組織分析〉中，以現象學式的口吻談到論

述是多元性(multitudinal)與異質性(heterogeneous)的語言表述或撰寫之物質形式，並

且以不同的樣貌深深地相嵌在人類社會生活的流變時空(time－space)之中，論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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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作為一種觀看、認識、讀寫生活之流(flux)的方式，每一種論述分析的概念都是

企圖接近組織生活「實質」(entitative)，人以論述行動介入了不可言說的真實日常

生活，企圖去產生人們能夠共享的意義座架，而組織本身即是論述構成的座架。

Chia 將論述作為組織，他認為一般的組織分析便是在進行論述分析，甚至應該進

一步在「組織理論」的層次將論述分析緊緊相繫。於是，我們可以用論述分析去

做為組織理論的基礎，發展深化那些掌握組織真實的分析模式，並且向意義闡製、

文化經驗、與主體哲學的理論化邁進。 

接下來本文就認識論、方法論、存在論三方面研討，在寬廣的、多樣的論述

分析與組織論述概念中做一個理論的考察。 

一、組織論述作為認識 

在論述的概念下，文本與對話的概念被引進組織化的過程之中。如前所示，

這個觀點視人類理解與關係為語言的構成與斡旋(mediated)。可以說，組織就是一

種「斡旋的效果」(an effect of mediation)(Cooren and Taylor, 1997)。這直指組織的隱

喻分析：組織如互—文本(inter-text)(Taylor, 2005)，或者，更進一步地指出「組織

如論述」(Putnam, Phillips & Chapman, 1996)。 

組織如文本，在組織詮釋者如 Taylor(2005)的觀點中，乃是將關於組織的想像

架構在文化之上，而此文化則由符號所建立起來的生活世界與傳播的再生產所匯

集而成。根據此觀點，「文本性」(textualization)的履行就是組織成員使用論述之

行動而促成，且由文本的特徵去對管理組織生活。在此過程中，文本的概念奠定

下組織中特有的倫理、價值、與信念的文化意識，文化是表情達意與意義闡製的

來源。組織溝通是可以被「閱讀」(read)的，而此閱讀又分為兩種，其一為「表面

結構」(surface structure)，如對行動模式的理解；其二為「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

如組織中屬於內核的規則與隱喻。此文本隱喻引導組織傳播學者去重構組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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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與社會真實，它們是被生產與被再生產的，這一切運作在「意義」與「政治」

之間。 

有學者(Putnam, Phillips & Chapman, 1996)更清晰地將組織看待為論述。對論述

隱喻而言，組織溝通是一種關注「會話」(conversation)行動，其同時聚焦於過程與

結構，也就是集體行動構成的整體、同伴間的對話、情境的要素、以及微觀與巨

觀的各種過程。會話在論述隱喻中，像是組織中人們互動關係的「序列」

(sequential)，是組織做為共同體(community)的基礎。會話包含許了多溝通元素，像

是符號、表演、聲音等等；而論述則指陳會話的語言乃是意義、情境脈絡與行動

實踐之井然有序的、毫無緒亂的關係網絡。該隱喻較為著重在情境實踐下語言的

共同生產(co-production)。 

組織如論述，或是組織如文本、會話，都可以在一個較大的文本概念中共存。

如 Lévi-Strauss 所言，我們是文化人，有能力和意志對世界採取一個審慎的態度，

並對世界賦予一定的意義，其中充盈著共同的象徵符號象徵(Lévi-Strauss，1997)。

人在這些共同的符號中行動，組織生活當然也是在這個巨大的詮釋循環歷程中不

斷地反覆。藉由論述來認識組織，包含了各種不同的語言分析方法，而各層次的

方法也依循著歧異的方法論，下文就此作討論。 

二、論述作為方法 

Mats Alvesson 與 Dan Kärreman 在〈組織研究對語言轉向的採取〉中，爬梳了

經驗研究中的語言問題，與其他組織傳播研究者一樣，他們立足於「語言無法鏡

照真實」(language cannot mirror social reality)，進而展開組織研究中語言分析方法

的光譜。基本上分為，紮根的建構主義(grounded fictionalism)、隱喻性的資料建構

(metaphoric data construction)、寫作性的資料建構(literary data construction)、論述的

實用主義(discursive pragmatism)、與論述主義(discursivism)(Alvesson & Kärreman, 

2000)。在這個光譜中，我們可以理解語言轉向後的語言分析，是依照著對於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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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獲取與看待的模式不同而有差異。其分野可以隨著語言分析的內容分析、文

本分析與論述分析來區別（游美惠，2000），其功能與解析觀點不盡相同，在研

究實務上的運用也各有所長處與限制。 

而 Gail T. Fairhurst 與 Linda Putnam(2004)進一步直接對組織傳播研究中的論述

分析作出理論性的抽象化，組織論述被認定成三種趨向，客體取向(the object 

orientation)、生成取向(the becoming orientation)、行動取向(the grounded in action 

orientation)。 

第一種取向，客體取向的觀點認為組織乃是一個「已然成形的客體或整體」 

(Fairhurst and Putnam, 2004: 13)，所以我當我們企圖從組織中獲取語言材料時，會

問到：我們知道哪些組織裡有的論述？這樣的問法，假設著組織是裝滿論述的「容

器」(container)，而組織容器中的論述正是以一種物質的狀態（社會性地）構成組

織的真實，如同 Foucault 前期的考古學思想，論述建構出的組織真實是分離於組

織中的行動者。被建構出的組織就像早就在哪兒，穩定而客觀，也就是說，組織

是先於論述的。 

第二種取向，生成取向則高度地注意組織的動態過程，看待組織乃持續地組

織化與非組織化的交替，故此該取向的疑難是「什麼是透過論述而動的組織化？」  

(Fairhurst and Putnam, 2004: 15)組織本身就是生成性的(becoming)。在客體取向中，

組織先於論述；而在生成取向中，論述則先於組織，語言的使用與互動產生了組

織化。此取向的論述分析在一個巨觀與微觀的眼光中，組織中的話語相替輪現（要

求與回應、同意與拒絕、權重與權輕等），論述的各種形式使用塑造組織的整體。

通常此取向的學者使用語言行動、說故事、表演、符號互動、語藝、文學批評、

以及 Foucault 後期的系譜學分析等等方法切入對組織的詮釋。 

第三種取向，行動取向與前二者假設不同，其開宗明義，「『組織』如何定

置於『綿延』(dureé)或論述的流體之中？」(Fairhurst and Putnam, 2004: 16)是該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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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問題。行動取向受到民族誌、結構主義與行動者網絡分析(actor-network 

theory)的豐富成果影響，學者們致力於取得行動與結構之間的平衡。如 Garfinkel

強調內生於行動的結構組織化。在經驗主義現象學中，主體是「體現於」(incarnate)

行動之中，生活中所要獲取的意義乃是「反身性地聯繫於」(reflexively tied)於活

動、表達以及事件之中，然而生產意義或知識皆是經過文飾的，給予日常活動意

義是無法與那些活動本身相分離的(Garfinkel, 1967)。另有一些，組織傳播研究學

者取徑於 Giddens(1993)的「結構雙重」(duality of structure)，結構同時是規則也是

資源，授權與強迫的雙重體，此社會系統是與時空中的實踐模式相互參照模塑的。

總的來說，在會話與文本的過程裡，論述與組織彼此形構，通過語言模式草擬出

被看待成組織的論述軌跡與論述客體。 

簡言之，客體取向注重行動者使組織具體化的方法；而生成取向以形式化的

語言權力與互動為中心；最後，行動取徑深植組織在社會實踐之中。三者處理了

不同層次的組織形上學邏輯，其對組織與人之間的關係之假設非常清楚的有所區

別。 

想要在這些方法中發現清楚的界限是非常困難的，如同 Deetz(1996)認為，許

多研究者與教授並不會真正去串起每一種方法取徑的類型，而是招喚其在語言的

「十字路口」，混搭諸隱喻，引用諸論述，在取徑的合作配合下躲避批評。但本

文認為那是因為當研究這在使用諸論述分析方法使，往往在方便性下刻意地忽略

了論述分析背後巨大的後設體系，僅僅將方法論當作方法用，也沒有進入到理論

與倫理的層次。又或許論述分析的方法與取徑的確有混融之處，但組織傳播的研

究們還是必須要在一個更為後設、更為倫理的關懷下，去體會諸論述概念在哲學

層次所開示的人與人群之間的關係辯證。這是屬於本體論或存在論的範疇，而不

只是技術或方法的層次。 

三、論述作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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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語言轉向將傳統思辯哲學中的絕對精神本體轉向事實與經驗現象的

本體。本研究在此試圖去描述論述哲學與組織論述理論，在存在論的意義上批判

了實證主義所導致的主體與客觀真理的分離。在對社會的重新思考中，最重要的

觀念就是再一次的將我們所熟悉的客觀世界界定為與人緊密相依的日常生活世

界。而人透過使用論述來轉化兩個特定且互相不依賴的經驗領域，在語言的使用

之上，我們透過論述來理解、來說明，並且來行走於世(Cassirer, 1947)。人是寓居

於語言之中，通過論述，才能把握存在。下面對其中的重要概念「隱喻」、「文

化參照」與「論述性反思」分別做申論。  

首先，日常生活中的隱喻是關鍵的概念。當代論述理論通常著眼於意義的經

驗理論，關心來自於語表的意義顯現。當我們說到語言中的「意義」，通常關懷

符號如何產生如處於情境中言語的意義，也就是關心行動符號(act with symbols)如

何構成經驗的詮釋以及如何打造社會關係。 

所以，我們的論述呈現我們的經驗，其無法與我們的實際的環境經驗脫離關

係，並且這同時是生理性與文化性的。在一個非常基礎的層次上，我們經驗自己

是直接源自我們與環境的關係，像是一些本質上的空間關係，如上下、前後、遠

近等等，這經驗也可以是一些環境中存在的物件。其指涉一種本體性(ontological)

的經驗，因為這一種某物的存在或存有(being or existence)，本體性的經驗也許是一

個實體，或是一種物質。 

此關乎的就是隱喻。Deetz 在〈隱喻與組織的論述生產與再生產〉中，便是認

為組織中的社會真實乃是由組織成員共享的隱喻所組構。Deetz 舉了個例子，他描

述了對美國新聞網的隱喻分析，新聞網的競爭關係被組織成員托喻為三種隱喻—

戲劇、戰爭與遊戲，此三隱喻如實質的物質般牽引著從業人員對環境經驗的認知

與行事，如在戰爭的隱喻中，組織被當作軍隊，組織作業成為軍事，而成員們便

是在戰鬥，那抵抗與攻擊的重大之事。若要說隱喻在組織的生活中造成巨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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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不如說生活本身匯集成組織隱喻(Deetz, 1986)。從此看來，日常生活的基礎就

是隱喻，論述所構成的隱喻成為一種中介，讓我們去理解世界。這個說法與 Chia

的現象學觀點十分吻合，也事件－過程分析中的重要轉軸。 

隱喻作為日常生活的基底帶來從人出發去認識世界的轉向，此讓語言的使用

成為經驗性的基礎，讓知覺模式藉由經驗的脈絡而顯現出來。在組織生活中的語

言的使用，包含了我們經驗的概念化框架，也就是說我們一方面行事，一方面經

驗，然後又將其概念化為認識架構，而意義的顯現則源自於在情境脈絡中的隱喻

共享。 

此外，文化的參照另一個重要的觀念，此部分強調的是文化行為與社會溝通

模式在論述行動中的廣泛踐履與深刻連結。我們必須要在日常生活的共同隱喻下

推向一種論述模式來討論，聚焦於口說故事，一長久以來的文化社會傳統。在

Joseph Sobol、John S. Gentile、與 Sunwolf(2004)為《跨學科說故事研究期刊》所撰

寫的發刊詞裡說，在人類身體和心智技藝的演化中，說故事是個基本的媒介，發

揮了根本的作用，並且仍然是維繫人類文化的基礎動力，使其繼續保有人性的元

素，並發展文化中的人性成分。說故事是訴說世界的一種方式，說得好的故事能

帶來對世界另一重的認識，讓故事的世界為大家所看見，故事理的道理為大家所

認知，在說故事的過程中，人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在說故事的時代，聽、說故事還是身體經驗，在閒暇的時候參與說故事的現

場，透過身體的參與，把故事融入自己的經驗。而故事對記憶有強烈的招喚，由

向要複誦故事給他人聽的衝動可見一斑(Benjamin, 1968)。  

幾個重要的組織敘事研究(Hopkinson & Hogarth-Scoot, 2001. Gergen & Gergen, 

1988)將說故事看待為對事件因果關係的語藝技術與視域融合，或者說是從事件、

神話與敘事三個層次去說明說故事所帶來的社會真實建構。現代組織情境中，說

故事帶來一種實用的取向，目的在於產生集體共識與遠景。從這個目的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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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一點技巧的意味，然而其內在關懷其實仍然沒有離開 Benjamin 的「說故事

的人」太遠。我們可以知道，說故事把文化的連帶拴在組織與人、忠告與經驗、

遙遠與在地之間，由說話論述產生一種參差對照(reference)，其活化了社群溝通的

倫理，就是發現自我的存在與他人與世界的象徵關係。 

最後，在論述的參差對照中產生一種反思性。Giddens 認為參差對照的運作，

乃是在日常生活中恢復對自己的論述的關注。自我論述是一種後設詮釋，是對自

我的存在問題提供象徵解釋的過程。也就是說，自我論述的首要功能就是把理論

連結在個人經驗上，這裡的「理論」指的是社會文化成員普遍共享的一套有關我

們自己、他人與世界的象徵價值體系。作為象徵文化資源的理論，便是使言者得

以發現在社會秩序上的存在的理據，也是本體安全感的認知與情感的依托(Giddens, 

1991)。 

要探討自我論述中的存在問題，應要關注以下敘事的三種功能機制：反思性

監控、抽離化機制、時空重組（見 Giddens, 1991）。首先，「反思性監控」(reflexive 

monitoring)是指敘事是一種我與我之間的對話互動。我在書寫自己生命故事的過程

中，我既是言者，亦是聽者，這種雙重自我會站在退後一步的位置傳達出各種回

音。通常「反思性」一詞有兩種用法：一種是用來凸顯出當有人對特定事件做出

說明時，這些說明既是對事件的描述，又是事件的一部分；一種是用來指涉自我

批判的距離化立場，例如從批判態度來檢驗自己所參照的其他理論。其次，「抽

離化機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是指敘事使個人經驗從地方性的私人場景中移

開，並使之在集體社會關係的時空網絡中重新連結。最後，「時空重組」指的是

敘事使過去、現在與未來的時空加以交錯混合的過程，也就是跨越廣闊的時間與

空間領域的社會關係的連結。簡言之，這是用個人的記憶與歷史去創造出集體的

記憶與歷史的過程，此乃藉由論述所串起的結構雙重的概念。 

Ryan S. Bisel(2009)認為行動中結構化(structured in action)與結構中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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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ed in Structure)乃是當代組織傳播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典範，結構雙重論已然成為

一種 「規範科學」(normal science)，其主要的理論構思即來自 Giddens 對制度化、

組職化社會與行動者之關係的論述理論。在這個規範科學中，關注了組織成員在

組織中進行語言行動的過程，其可以看到如何通過雙重性去交代組織如何形成。

此外，像是 Rebecca J. Meisenbach(2008)其更強調了組織成員與結構協商的過程，

甚至是組織成員本身更大的能動性，在他的高等教育組織研究中，認為面對日益

增加的工作時間與工作價值的追求之間，組織成員自我如何在組織與個人的緊張

中，運用論述達到個人的解放。Giddens 的結構理論依然保持結構的存在，那是因

為結構除了做為限制與規則，還是一種資源與共識，但 Giddens 讓能動者運用言

說，在參差對照中反思自我，那在存在論上已然做了巨大的進步。 

循著日常生活、文化參照與論述反思性，生活故事的參與者是一種建構：一

方面，參與者的行動與語言創造出他們的主體性及自己對「我是誰」的存在感；

另一方面，參與者在其他觀察家眼中是一種象徵，代表著意識型態、價值或道德

立場，並成為角色模式、指標、或象徵。也因如此，當探討論述的概念時，不但

必須回到人身上，並且不再簡單描述組織參與者既有的社會人口學背景，如他們

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上已擁有的資源，而是致力於具體說明他們各自如何

運用生活世界裡的象徵文化資源，以正當合理化自己的詮釋與理念。如此一來，

組織論述研究中，人存在的事實才能成為可能。立基於此，本文認為不管是談論

述、論述分析、或是組織論述的理論與實踐，都需要考慮到這樣的概念、分析或

理論，並不是建立在真空的設計中，而是在長遠的人類觀念史或態度史中所產生

的，論述的諸論述(discourses of discourse)指出我們社會生活的過程與期待的價值，

其透過人類對社會有歷史感的想像來完成。 

伍、組織論述的想像：從第三人稱到第一人稱 

組織傳播中的論述相關理論與研究隨著語言轉向後的認識論、方法論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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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發展出不同的研究脈絡，一系列展開如詮釋學、隱喻學、語藝學、符號互動論、

論述批判分析等等的概念取向與分析步驟，固然在其實作上各流派各執己見、各

有所長，但不約而同的是，可以看到理論家們、研究者們都從先天的、穩固的社

會事實轉移到建構的、流變的社會真實，從較沒有脈絡、沒有獨特性的客觀個人

轉移到有血肉、有掙扎的意義主體。 

論述的概念所描繪的是多層意義世界所構成的秩序，一個行動總是涉及到過

去、現在與未來，以及身旁的人、週遭的人、過去的人與同一時代的人。社會秩

序的運作也不是只在此刻當中，它是連續性與共同性的。這種論述想像所形成的

秩序之核心就是「人」(agency)。長久以來，自我成為一個認識社會的途徑，在

Descartes、Bacon、Kant 的哲學中做為人的主體的能力不再依賴任何權威或被魅化，

但卻在現代性下被設計成了工具的角色，而社會也物化了（可見 Durkheim, 1938）。

在語言轉向之前，社會科學幾乎要忘了人存在的理由，故而積累成社會與人共存

的矛盾。透過論述，整體與部分的連續看起來便不再那麼尷尬了。 

但是儘管組織傳播研究透過這種論述想像想要構連起組織與人，想要強調組

織真實的建構性，想要讓組織文化回到日常生活的核心，若只把論述當作是一種

科學分析的技巧與方法，或是將論述當作組織傳播研究中的一組研究概念，那所

做 到 的 也 不 過 是 在 問 題 解 決 (problem-solving) 的 技 術 旨 趣 與 僅 強 調 詮 釋

(interpretation)的旨趣中打轉。先前提到 Chia 的組織現象學中便批判了，組織論述

研究並不是「關於組織的論述」(discourse about organizations)，也不是探求「組織

中發生了什麼事」(about what goes on within organizations)，而是組織就是論述本身

的效果(effect)，是真實生活的表面，作組織論述的研究乃是在從論述的認識論下

去讓生活實在開顯(Chia, 2000)。真誠地使用論述，是在每日組織生活中一個重要

的環節(Putnam & Fairhurst, 2000)此研究現象可以從眾多將組織傳播研究中的人當

作「第三人稱」的文獻裡見到端倪。而解放的旨趣必須真正以「第一人稱」作為

組織的中心，這並不是說賦予組織中的人過度的權力讓其脫離結構的規範，而是



 
 
 
 
 
 
 
 
 
 
 
 
 
 
 
 
 
 
 
 
 
 
 
 
 
 
 
 
 
 
 
 
 
 
 
 
 
 
 
 
 

 

傳播與管理研究 第十一卷 第二期 

 

20 

 

說經由對自己坦白，講自我的敘事，說誠實的話，讓內在的情感與人性展現，讓

人與他人可以協和(Solidarity)，誕生出一個組織共同體的基礎，而這也是現代性社

會轉型變革的一個可能性。本部分沿著 Foucault 的《主體詮釋學》、Taylor 的《自

我的根源》、Senge 的《修練的軌跡》、Chia、Boje、Westwood 與 Linstead 等人的

組織論述理論，來說明組織論述理論與實踐中從第三人稱滑移到第一人稱的要求

與轉變。 

一、認識自己與關注自己 

為何我在這裡要把Foucault的主體詮釋學單單的獨立出來？那是因為本文不

是如一些組織傳播理論學者將Foucault的論述概念定位為一種權力的政治分析，而

是將他的論述哲學當作是一種主體與真理的關係詮釋，尤其是《主體詮釋學》此

一晚年授課的課程記錄，他將主體與真理的關係歷史鉅細靡遺地構連起來，提出

「主體如何進入真理的遊戲之中？」一個大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認識自

己與關注自己(souci de soi-même)的對彰拉扯。在組思想的發展脈絡中，認識自己

與真理逐漸結合，而關注自己則拉著主體退居次要。而Foucault便是要在《主體詮

釋學》中，將饒富精神性的關注自己的這個哲學傳統拉回到真理之中，讓真理與

主體產生善的結合。 

Foucault認為當我們現在涉及所謂哲學或主體與真理的問題時，很大程度上我

們只聽到或只會引述德爾菲的神諭「認識自己」，卻徹底地將「關注自己」遺忘

了。Foucault所要談的就是為什麼有這個遺忘？在遺忘之前到底是什麼？在遺忘之

前「關注自己」與「認識自己」兩者的關係是什麼？而Foucault要更進一步提醒的

是：關注自己比認識自己更是使哲學成為可能、使哲學得以誕生的一個句子；是

關注自己而不是認識自己使哲學誕生。而另一方面，Foucault也指出，從古希臘的

Socrates一直到二十世紀的Lacan，關注自身與認識自身一直都是不可切割的，只是

關注自身這個概念長期被遺忘或掩蓋(Foucault, 2005)。 



 
 
 
 
 
 
 
 
 
 
 
 
 
 
 
 
 
 
 
 
 
 
 
 
 
 
 
 
 
 
 
 
 
 
 
 
 
 
 
 
 

 

組織傳播研究中的論述取徑：一個領域的探索 

 

21 

 

從 Foucault 對社會思想史進行系譜學式的探究，將關注自己復返到主體與真

理關係的環節上，強調一種「批判」的本質回溯，就是從關注自己的這個傳統出

法。在組織論述研究中時常使用的，也最被當作論述分析的模式來使用的權力分

析，其實就是源自這種關注自己的理念，其揭露了「不是如此一般的權力制度、

群體、菁英或階級，而是一種權力的施放形式、或所謂技術。這種權力形式運用

到人們的立即日常生活，且用來為人們進行分類、以其個體性來標示其自身、以

其自身的認同來歸依、以要求他必須承認且他人也必須承認他的真理法則來強加

於身上。這是一種使個體成為主體的形式」(Foucault, 2005: 212)之批判的面向。然

而，更進一步，Foucault 其實是闡明一種倫理學性質的生存美學（高宣揚， 2005），

我們談論述分析乃至於組織論述理論，可以是強調此意涵，人可以透過對自身之

生活(bios)予以風格與進行修身，突破法律權威體制或是規訓的機制，以成就自身

的主體性。 

既然藉由關注自己的概念將主體歸返於自身的日常生活，那麼在日常生活

中，人究竟使用什麼樣的途徑，或說技術，來將自身表明並且同時回應社會。接

下來，本文以「說真話」(fearless speech)與「真誠性」(authenticity)來說明，第一人

稱的表述性自我與第三人稱的指謂性自我可以換置。  

二、論述作為說真話的技術 

轉向 Taylor 對自我的態度史研究，既然在 Foucault 哪邊關注自己已然被反思

為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個本體論轉向，那其中的過程可以藉由 Taylor 的主體論述

解釋清楚。Taylor 認為，關於自我主體的一個重要技巧，便是表述性語言的產生，

此是現代性文化的重要發明： 

實際上他是與本性有關的構成性善的觀念中的重大變化：從理性等級

觀到天意設計觀的變化，這標誌著某些活動為重要的。這些活動包括

那些在以前日常生活神學中一直被肯定的東西。但自然神論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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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給完善內在相連的秩序以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為情感的嶄新和史

無前例的作用開闢了道路。(Taylor, 2004: 285)  

Taylor 在追溯整個自我發展史的末段發現了一項人類文化的新價值，也就是

個人情感的自白，西方的現代主義傾向圍繞於此。他從 Locke 與 Rousseau 兩人的

學說發展出兩種社會組織之中的主體樣貌，一前者為科學式、可分析、可分解的

「精準的自我」(punctual Self)，後者為詮釋性、懺悔的、自省的「詮釋的自我」

(hermetic self)，此自我透過一種情感表達，在他人面前運用內在感情說出真話

(fearless speech)，個人敘述自己的經驗給他人參考，他人聆聽並感受(experience)

這樣的表達，甚至進而分享經驗而形成理解(Taylor, 1989)。此處講的，與本文先

前所舉的論述分析的存在論特質同為一個根源。 

Taylor(1989)的《自我的根源》可以稱作是社會想像的歷史考察，也可以是作

為以溝通交往為核心的相關知識體系的歷史考察，其當然回應 Foucault 關注自己

(Care of the self)的歷史建構。Taylor 為論述帶來一種歷史感，而非只是普通的對

話，而是在歷史的過程中積累下來的論述的想像；兩種想像的合併方能了解現代

性下的人類生活。Taylor 認為只有作為自我的表述，語言才展現其至關重要。也

就是說，說話必須是第一人稱激進反思的歷史過程，可以誠實地、勇敢地、以及

清楚地透過語言表現自我，並成為合理化言說(Taylor, 1989)。生活中的論述使用

一方面讓人清楚的分解了自己，分析了自己，進而再藉由表述性語言發揮哲學詮

釋學的實踐(Praxis)，讓人承認自己與他人，可進行互為主體的交往，此可說為是

現代社會與組織的想像。 

我們可以看看Kanter(Eki，2008)為英達科公司(Industrial Supply Corporation)

所寫的組織民族誌經典《公司男女》，其中的訪談便相當注重這樣的論述過程。

Kanter在對秘書一職位做出文化詮釋故進行了大量的訪談與參與觀察。其中一段

她談到一位秘書講述她自己與老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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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我對待男人相當成功，因為我是一個好的聆聽者，對他們的世

界感興趣。我說的這些人多半都離了婚。去了解他們婚姻那些年，我

看得出，大概是怎麼一回事。我認為如果我是太太的話，我會對他們

的工作感興趣。我覺得，高階主管的太太在當妻子前，應該要先當過

秘書比較好。 

在另一個部分寫到，一名男性主管向女秘書真正的丈夫表示，他們之間存在

著三角關係︰ 

     你有她的身體，我有她的頭腦。 

此時，Kanter感到一種婚姻的論述想像由受訪者與她之間的對話中產生，而

這個想像恰恰透過第一人稱的論述反應到了家父長制的組織文化特徵，所以她順

到訪談了主管們對秘書的看法，最後，Kanter感到秘書的職位與生活因此增加了

一種親密性的主體論述。這個論述並非任何指稱性的理論判斷，而是以第一人稱

自我表述所進行的訪談對話後，所得到一種領悟與體會。 

然而，這種藉由論述所引發的領悟與體會是如前小段所談的主體性問題，主

體的改變，並朝向解讀論述、表達論述去試著與真理產生一種「實踐智慧」(phronesis)

的關係。 

三、湧現的領悟與深層變革 

Peter Senge 在第五項修練(Senge, 1990)的概念之後，清楚的於《顯現：探索人、

組織、社會之深層變革》中說明了組織中主體的修養過程，它稱之為 U 型理論。

簡言之，就是一連串在組織中主體改變的連續體，透過懸掛(suspension)、內觀、

進入靜默、把握時刻、湧現領悟、放下與接納、改變自我、意願與覺醒的全部過

程，有效地創造與調整系統的整體與深層地觸發主體的變革(Senge, 2004)。此修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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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便是創造性變革的關鍵，而這一連串的過程，不但在我們個人心中，也蘊藏

在組織、體制與社會裡。而人們往往執守固有的觀看方式與行動模式生存在於生

活的結構之中。但是，藉著深層對話，我們也可以改變思維，從觀省所見、感知

新的可能性，進而採取行動，推動變革並塑造自我。 

這是一個由外而內，再由內而外的循環過程。而最關鍵之處在於 U 型的底部，

也就是自然湧現。當我們培養出「放下」的能力，放下控制事物的需求，我們便

能進入這個「放空之場域」，一種「異域」，而讓「自然流現」發生，並能適時

以正面反射作為，因應任何人際與自然環境的變化(Senge, 2004)。有點類似 Foucault

與 Taylor 的主體倫理學意味，其進而使我們對於人存在的整體更加的敏銳。 

Senge 藉由十分現象學的觀點進入到組織與人之間的相互牽連的場景之中，當

成員以一種敏感的外觀與反身的內觀開始為現實之流進行融合，透過對話、溝通，

讓論述此一種生成性過程的片段展演在整體的理解之中，產生共時性與共通感，

以達至一種「學習」(learning)，此透過組織內外對話進而讓「學習」慣穿內外，

且再結構化為新的組織原型。如〈談組織學習之架構：從本質直觀到制度化〉

(Crossan, Lane, White, 1999)一文，根據實例整理，研究者們將全部的學習過程歸納

為 一 個 現 象 的 序 列 過 程 ： 本 質 直 觀 (intuiting) 、 進 行 詮 釋 (interpreting) 、 融 合

(integrating)、機構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此一過程聯繫起個體、團體、組織各

個層次，產生深層變革。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組織傳播研究、管理研究等等強調公共行政面向的學科，

也發覺主體性在社會中所發引起的關鍵辯論，並且論述與詮釋的概念也是在其中

作用。每一個人透過對論述的把握與履踐，在整體的過程中，掌握內隱的秩序，

運行於最深層次的系統，與日常生活交織，深入最細節之處。 

四、論述的素養與組織之法 

最後，回頭再以組織傳播研究的立場的發問，思考了論述如果作為一種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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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據，那麼組織中的人便是被語言固定下來的論述再現嗎？人在組織之中的集

體認同似乎架座了主體，但主體的面貌是靜態的嗎？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

知道論述思想的研究者們努力的將主體從麻木的現代性牢籠中拯救出來，而組織

論述理論企圖達成的乃是產生一種在現代性世界中行走的素養，此能辨識為組織

中人與人群和合之法，一種「組織素養」（秦琍琍，2009），或社會修養（黃光

國，2010）。 

    在〈組織理論是一種後現代科學〉(Chia，2003)中，Chia 提到了一位法國的

哲學家 Henri Bergson，他在《思想與運動》(1911)中試圖詮釋人類意識的主體性活

動，那是一種「過程」：人在流動的時間中直覺「實在」，是一種「綿延」的主

體，主體的活動是「整體」下的一個「瞬間」，所有的實證與解釋都是片段的，

像是電影攝製，在每一張毛片快速移動時，影像的活動才會出現整體的意義。所

以，主體是不穩定的，如 Deleuze 描述出來的圖式，在平滑空間中游牧式移動的

單子。 

    我們可以看到組織與主體在不同的學科延展之中，當然還有歷史之中，越

來越呈現所謂「後現代」的不確定面貌。在最原先的部分，人類的組織化創造出

相對穩定、有序、可預測的生活世界，其相互鎖定主體與世界於一個堅實的關係

之中。然而，在後現代的當代，世界的創造性更回到主體的手中，理論家們賦予

主體行動更豐富的力量，Chia 說這叫「組織乃是『創造世界』」(organization as 

‘world-making’)，在 Bergson(1911)那裏叫做「創造進化」，我們的文化是一種心

靈，透過對語言的把握，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而且必須是有意識的演化。工

作組織在資本主義運作的這一百年來，由原先的單純反覆，逐漸演變為一個極度

複雜的生成結構。人類的行動在複雜社會關係中便成為一種「動一髮牽全身」的

能動者。在這個後現代的當代，由於人類行動必須要綿延、全觀的思考，實踐也

就成為了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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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Boje 所示，後現代是「孤獨」的大眾參與了自己的社會，一方面在個體

主義的層次分離了自我與社會，但另一方面卻奇異地與他者「眾聲喧嘩」(Boje, 

2001)。這是一種「一統的分離」(unified diversity)(Eisenberg and Goodall, 1997)，藉

由論述構連起一塊說話的空間，一種平行的空間，讓眾人可以持續發聲也可以與

他人並在，讓相異觀點雜置而客觀地共存，讓紛歧的意識形態可以共同運作

(co-operation)。然而，其中要怎麼將變動與平衡的複雜迴路解析清楚，那就正是組

織論述的理論關懷與任務了。 

    不管是「創造世界」、「統一的分離」、 還是「主體生成」等組織論述相

關討論，都可以聯繫到 Zygmunt Bauman(1997)的《後現代及其缺憾》，後現代中

倫理學的重新復返是不可缺的，也就是實踐理性，也就是「責任」的聲音，當我

們思考到人與組織甚至到社會、環境的整體系統產生吵雜聲響之時，我們便被迫

伴隨著不和諧的持續(continuation of discord)去進步。後來，Bauman(1995)在《生活

在碎片之中》接著這個題只繼續談到「朝聖者」，其是傳統社會裡主體作為一個

穩定結構下永恆前進的的典型： 

朝聖是人們所必需的，儘管這種推力已經被神奇地再塑為一種拉力，

而且必不可免地提出目的。一個人必須像朝聖者般地生活以避免在荒

漠中迷失方向。…這一生活朝聖的終極目標，賦無形以有形，化部分

為整體，給片斷以連續(Bauman, 1995: 85)。 

朝聖者和他行走其中的世界彼此通過對方同時獲得了意義，也建立了彼此的

身份。不過在當代的破碎生活中，Bauman 用「漫遊者」、「流浪者」、「遊客」

與「競賽者」代替「朝聖者」。我認為這些隱喻都指向一種職責，脫離整體且穩

固的規則，在變動、破碎的體驗中，在馬賽克般的文化領域裡利用對文本的讀／

寫、聽／說能力去保持生成性(devenir)。本文組織論述的研討，在這個意義上，有

一個評斷，也就是重視對這個「讀／寫、聽／說」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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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為組織中的成員，既是讀者，也是作者，甚至，我們根本就是在巨大

的互文結構中書寫「自傳」；邊讀邊寫，書寫自己也書寫他人，閱讀自我也閱讀

社會。這正就是在表明一種主體在生活世界中的綿延的「生成」(becoming)過程。

Deleuze 說明了一種「身體」與「心性」的「處世」，如「蜘蛛—敘事者」的生成

性主體，蛛網就是追尋意義的紡織物，由一個符號或是另一個符號所擾動的一條

條絲線交織而成(Deleuze, 1987)。生成是一連串的學習，在亦步亦趨的論述行動中

學習，把握論述的生產、形構、運動、布置、實踐、與再生產，具有了解與運用

組織之法的人在主體的學習過程中，主動地聯繫起多元、流動、層疊的複雜世界。

這種要求，與 Foucault 的主體詮釋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為實踐的組織論述，所想要描述的就是此種以第一人稱的角度去追尋

與確保自我的狀態，其透過描述個體通過掌握文化和社會所提供的材料，並反思

自我存在的先天潛力所能產生出來的可貴效果。這種組織論述的研究，已然是一

種修養，使人們注意到，自我從一個特定環境所提供的要素中，紡織出一條線性

的主觀連續性，通過讀寫和聽說將主體發展的連續體不斷地連接起來。 

    從上面的研討可了解，論述作為一種社會或組織的想像，乃是有其歷史

過程，有其所隱含的應然價值，甚至可以是一種期待。簡單來說，就是重申關注

自己的重要性與根源，並且將說話論述的建構過程釐清，提出真誠無懼的說話是

構成主體與真理、公共與私己、結構與能動之間的關係的完善之理念型；在組織

中何嘗不是這樣？管理學者與組織理論家們透過主體對語言的把握強，強調觀察

外在系統與內在表達，透過對論述素養之培育，來回答這個西方思想史中一直存

在的大論題。 

陸、結論：停止差異，開始差異 

    文末，還是要再追問究竟要如何全面地描繪組織傳播中的組織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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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discourse)取徑？經過本文的爬梳，已然探索了組織論述的領域，並

且提供了一個試圖捕捉其「多音」(plurivocal)本質的綜觀。可以發現我們討論著一

個多樣研究範疇的領域，並且了解該領域的知識論、方法論、存在論有著豐富的

諸多觀點，而此組織論述的領域則更能夠使研究者詳實地去了解複雜的組織現

象。總體而言，在深究了組織論述諸概念後，可以得到下列觀察： 

一、多元彈性的領域：論述分析在語言學轉向的理論典範轉移後，成為重

要的思想核心，並且立基在強調實在建構與詮釋主義的理論特徵之

上，而將論述概念轉進組織傳播研究的組織論述理論，則在一個彈性

的範圍裡含納了好幾種互異且與論述相關的研究用法，不過其可以窺

見異中之同。不過，紐西蘭的組織傳播研究學者 Deborah Jones (2005)

寫了一篇反思組織論述研究發展的文章〈停止差異：在組織傳播研究、

組織研究、職場社會語言學研究中的論述〉，他在研究紐西蘭的組織

論述發展過程後，認為在組織傳播研究、組織研究、職場社會語言學

研究中的論述實乃不需要分道揚鑣，而是相互引進，也無需要在細部

區分差異，而是應該停止差異，並且接融於對論述哲學與實踐的累積。

本文認為組織傳播研究中的論述取徑應該「停止差異，開始差異」，

指的是在學科的分野上停止不斷地區分、分類，而使之去疆域化；並

且在一個實踐的層次上，根據每個研究場域、情境、地區的文化差異

的不同，開始差異為不同的文化詮釋。也就是說，組織論述的概念跳

脫僅僅作為一種取徑、觀點或是方法，而可以被作為是一種培養，對

人與組織關係的精緻地理解與有意識地斡旋其中。 

二、聚焦於意義的詮釋：在我們的討論中，論述的一詞多義是無疑的，但

通常來說論述分析用於組織傳播研究，可以清晰地、有用地穿越時間、

繫起相異的組織成員與組織，構連起組織中論述的張力與協商的實在

情境；此外，研究者們探索論述之間的關係，在此互文性中串起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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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文化解讀；而此論述所串連而成的意義，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透過論述生產與再生產，實踐出具有文化意涵、且能共同

理解的生活世界。論述的概念介入的組織與主體的協調問題，組織論

述研究企圖理解實際的組織情境中，每日所發生的整體與片段。因此，

從「差異」開始的組織論述分析，由不同組織成員之角度(native’s view)

去理解組織中每天的例行工作、正式與非正式的組織結構、日常說話、

以及故事、比喻等等所有論述相關之面向。此即詮釋主義對於組織生

活的論述觀點，其視組織生活為人們在使用論述互動行為中協商與衍

生出的共同意義與符號。 

三、強調主體性：組織論述取徑，囊括了組織生活中發生的價值與意義、

管理者與員工的主體行為、以及組織的巨觀動態等；從實際的組織情

境言說之脈絡中重新理解組織與主體的關係，提供一種再脈絡化的可

能性，並且重構組織內的主體經驗，成為一種具文化想像的、批判權

力之反思的、與具有主體性特色的組織與人的共作圖像。從本文的考

察可得知，組織論述的取徑並不是憑空的設計，而是反映出一種組織

的想像，其依憑的是「第一人稱激進反思與合理化言說」，有了這種

組織論述的想像，觀看、解讀現代與後現代組織，或是身處與伸展於

現代或是後現代組織之中，才有穩定的基礎。本文指出組織論述作為

一個學術領域，乃由於其緊緊相繫於組織與主體之間互動的論題，試

圖回答了這個年代不管是學界或是社會生活本身所引發的遊戲性、斷

裂性、建構性、反思性問題，組織論述一領域的發展實然成為社會科

學的重要態勢。組織論述分析的理論思考，將組織中的學習、經驗、

思想交流與主體存在的權力召喚出來，重新看待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社會中的人類組織與社會生活，在諸多的組織論述學者的關懷中，這

些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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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組織論述取徑的特質在理解組織上，對組織傳播研究有著豐富的貢獻。

但儘管如此，組織論述依然有許多尚未被善加利用的部分，像是大部分的組織活

動（如組織化、治理等等）在本質上都具有論述性。組織論述依然鑲嵌在眾多巨

觀與微觀的現象之中，仍有待對其進行研究、理解與應用。「停止差異，開始差

異」，我們相信，在融合諸多研究而形成組織論述取徑後，繼續在不同的組織情

境中實踐出更廣闊的探索，將豐沛地為當前的組織傳播研究輸入研究能量。 

著名的論述分析學者 James Paul Gee 十分懇切地談到論述領域的發展遠景：

「也許對於一個學術領域而言顯得太過籠統，這學術領域當然是論述分析。我在

談論如何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以及如何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2005：Ⅳ)。對

組織論述取徑的領域探索也有同樣的熱情，組織論述取徑的打造目的，並不只是

進一步的利用說話技術，也不僅僅是更有能耐地把握傳播溝通的過程本質，而是

為了讓我們更具有良好的組織素養，並且提供一條途徑，可以提供我們重塑共同

社會中一些更有價值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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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Lee Chang-Chieh 

 

《Abstract》 

  Organization is as language. It represents that language-based theory and research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linguistics,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es have shifted their focuses to concepts built up in language.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discourse and writing has brought out the problem of « the 

justification of people (organization) and person ». On the other hand, with a vigorous 

intention to integrate various disciplines, studies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which are more and more popular nowadays, have also revealed this problem. A 

variety of studies 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hat surround discourses have 

developed many concepts of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as plurivocality. 

 

  Although treating discourse as one kind of knowledge system presents the 

complication of different aspects, it provides a more flexible and splendid point of 

view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justification between collection and individual. When 

facing different scenarios and topics, discourse can mirror a more appropriate 

explanation. Besides, it is possible to locate common signatures among these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and these signatures represent the value of discourse as 

core concept. The value is that it responds to the das 'Adam Smith-Problem that Smith 

had proposed hundred years ago toward human organization.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I try to identify the contemporary appearance of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and theory. Furthermore, a contemporary knowledge ma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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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is sorted out, with which I intend to create a new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al field. 

 

Keywords: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